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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寄 语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可以看
作是 １９４９ 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
应。而当 １９７８ 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
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
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
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
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
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
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
“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
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
浓缩了 １９、２０ 和 ２１ 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
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
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
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
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
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
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
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
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

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

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等，都既
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



（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
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
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
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
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
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
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
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

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
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
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 中国研究



中国城市精英与收入差异：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边燕杰摇张展新?

摘摇要：城市精英和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是反映中国新社会经济
秩序的窗口。我们综合了研究文献，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不同的精英在
经济部门的制度环境下寻求他们的物质利益出发，通过对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中国城市的全国性调查进行动态分析发现政治精英、事业管理
精英的收入水平始终高于专业精英，但这主要限于由国家经营的垄断
部门。处于开放部门的经理们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在部门内部，他
们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尽管在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前者的收入水平略
高于后者，但是前者的收入还是有所降低。在 １９９５ 年，垄断部门所有
的精英群体在收入水平上都高于开放部门的精英，但在 １９８８ 年情况却
并非如此。

关键词：城市精英摇收入差异摇社会阶层摇职业流动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城市精英和他们的物质回报已经成为社会阶层理
论的核心。吉拉斯（Ｄｊｉｌａｓ，１９７５）和泽林尼（Ｓｚｅｌéｎｙｉ，１９７８：６３ － ８７；
１９８３）的早期研究引发了对共产主义体制下“社会主义再分配精英”的兴
趣。最近的研究考察了为什么政治精英追求市场机遇（Ｎｅｅ ＆ Ｌｉａｎ，１９９４：
２５３ － ２５６）？政治精英和专业化精英怎样遵循着不同的职业流动路径
（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３０９ － ３２８；Ｗａｌｄｅｒ，Ｌｉ ＆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０：１９１ － ２０９）？在改





本文的资料分析得到了以下资助：香港大学资助局三项基金 （ＨＫＵＳＴ６０５２ ／ ９８Ｈ，
ＨＫＵＳＴ６００７ ／ ００Ｈ，ＨＫＵＳＴ６００７ ／ ０１Ｈ）和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项目资助。
边燕杰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ｓｏｂｉａｎ＠ ｕｓｔ． ｅｄｕ． ｈｋ）；张展新博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为英文，译者施敏，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南
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译稿中的统计学图表部分曾请刘安先生校阅，译者深表感谢。



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中，新兴的企业精英对社会阶层结构意味着什么
（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Ｅｙａｌ，Ｓｚｅｌéｎｙｉ ＆ Ｔｏｗｎｓｌｅｙ，１９９８：２２１ － ２５３；Ｗａｎｋ，１９９９；
Ｓｏ，２００１）？依据两次对中国城市的全国性调查获得的可比性数据，本文研
究了从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政治精英和专业化精英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化。

在过去的 ２０ 年里，尤其是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和收入分
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见边燕杰 ２００２ 年的一篇评论）。从毛泽东思想中的
平等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去层化”方针（Ｐａｒｉｓｈ，１９８１：３７ － ５３，
１９８４：８４ － １２０；Ｗｈｙｔｅ ＆ Ｐａｒｉｓｈ，１９８４）退却后，邓小平和他的后继者的
改革重构了中国的阶层结构，并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长（Ｒｉｓｋｉｎ，
Ｚｈａｏ ＆ Ｌｉ，２００１）。据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２００２）所进行的最近最全面
的研究，从公众意识和收入水平而言，在 ２１ 世纪的头一年，中国社会存在
十个阶层：国家干部、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家处于顶层；办事
人员、个体工商户处于中间；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处于底层。本论文并非旨在评估所有这些社会阶层
和他们的相对收入，而是关注于一些精英类型———干部、经理人员和专业
技术人员。

干部、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是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的旧精英。他们
的人生机遇反映了新兴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果这些旧精英维持他们的相对
经济地位，那么这将被理解为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原因。换言之，如果干
部逐步让位于经理人员，那么可能一个“公司中国”（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正
在形成中。还有第三种推测，就是干部和经理人员都相对失落于专业技术
人员，因为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对专业技术人力资本的报酬超过了对政治和
管理资源的报酬。限于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分析，我们未能含纳私营企业
主，他们是正在发展扩张的“新”精英群体，目前在中国城市人口中只占
很小的比例。①

本篇论文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将回顾关于中国精英的社会学模
型。其次，对于市场化改革如何引起精英之间收入差异变化，学者们有着不
同的解释，我们将对此进行评议。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分析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进行的两次全国性和可比性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检验这些不同的解释。在
结论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对未来的中国精英研究提出建议。

２ 中国研究

①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的中国居民收入调查中，包含了有关小业主的数据，但未包括那些可观
的私营企业主。由于受限于数据，我们无法对企业家的经济地位与政治精英、管理精英
和专业精英的比较进行针对性的论述。本文中对后面那些群体的比较，有助于应对魏昂
德（１９９５）首先在他的双重精英模型中提出的相关事宜。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精英的社会学模型

摇摇二元精英模型

泽林尼（１９７８：６３ － ８７；１９８３）开创了“社会主义再分配精英”研
究，指出了国家社会主义中阶层结构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官员控制公共资
产，并据此分配经济剩余。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匈牙利的专业技术人员被
认为处在 “正在转向” 这一阶级权力的过程中 （Ｋｏｎｒａｄ ＆ Ｓｚｅｌéｎｙｉ，
１９７９），而直到 ８０ 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并未在中国发生（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
３０９ － ３２８）。魏昂德发现，中国的行政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保持不同
的社会流动路径，导向不同的职业。一条职业路径是，受教育程度高者通
向职业声望高的专业职位。另一职业路径是，受教育程度高、又有中国共
产党员身份的人通向职业声望及物质报酬皆佳的行政管理岗位。换言之，
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未获得行政管理者所能够得到的那些特权。后来，
对一项调查数据的事件史分析表明这种“二元精英模型”存在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直到 ９０ 年代，邓小平的面向市场的改革也使之变化甚微
（Ｗａｌｄ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１９１ － ２０９）。

二元精英模型引发了关于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的深入研究，在这样的
体制和过程中，以党员身份为基础的政治忠诚、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人力
资本和专业技能获得了不同的收益（Ｚｈｏｕ，Ｔｕｍａ ＆ Ｍｏｅｎ，１９９６：４４０ －
４６８，１９９７：３３９ － ３６５；Ｂｉａｎ，Ｓｈｕ ＆ Ｌｏｇａｎ，２００１：８０５ － ８４１；Ｌｉ ＆ Ｗａｌｄｅｒ，
２００１：１３７１ － １４０８；Ｚａｎｇ，２００：６２ － ７５）。市场改革使得人力资本物质回报
的增长超过了政治忠诚物质回报的增长，从而使政治官员在“市场转型”
中逐渐落后于专业精英（Ｎｅｅ，１９８９：６６３ － ６８１，１９９６：９０８ － ９４９），这一
论断是否成立还有待分晓。迄今为止，实证发现是混杂的（Ｎｅｅ ＆ Ｍａｔ
ｔｈｅｗ，１９９６：４０１ － ４３５；Ｎｅｅ ＆ Ｃａｏ，１９９９：７９９ － ８３４；Ｃａｏ ＆ Ｎｅｅ，２０００：
１１７５ － １１８８；Ｚｈｏｕ，２０００：３３９ － ３６５），不过，大多数以前的研究并没有直
接将行政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放在一起比较，而是将体力劳动者作为参
照群体。本文将着重于比较从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行政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的
收入差异。

摇摇异质干部精英模型

同质干部精英模型假定，干部权力的来源是统一而又稳固的———党领

３中国城市精英与收入差异：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导下的政府完全控制国家经济———尽管有市场改革。诚然，在毛泽东时代
基层干部由统一的人事制度组织起来，包括职位任命、提升和物质利益分
配（Ｄａｖｉｓ，２０００：２５１ － ２７５）。然而，这一制度已经被邓小平的改革削弱
了许多，新兴的市场体系为职业成功和经济富足提供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Ｎｅｅ ＆ Ｌｉａｎ，１９９４：２５３ － ２９６）。在党政分家的指令下，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起，政府官员和管理干部开始在各自的权限下履行不同的职责，行使不同
的权力。因此，在政府机构中，党的干部和国家干部由于不同的权力来
源，开始呈现出不同的个体特征，得到不同水平的报酬 （Ｚａｎｇ，２００１：
６２ － ７５）。在改革后，在干部精英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企业管理者不再拥有
终身聘用的保障；在竞争不断加剧的经济情况下，他们的职位和报酬越来
越依赖于他们的工作表现，而不是他们的政治忠诚（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１９９５）。

倪志伟和曹阳（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 ＆ Ｃａｏ Ｙａｎｇ，１９９９：８０７）认为，在新兴的
市场经济中，“管理精英必须在市场中争取权力和利益，市场中的相对优
势以人力资本为基础，如通过正规教育和工作资历获得能力”。在他们最
近关于 １９９５ 年中国居民户收入调查的分析中，倪志伟和曹阳（２００２）提
出，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已经分化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干部”指的是党
和政府的官员，就像改革前的“再分配精英”，这个群体的权力和特权主
要来自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等级制度。第二种，管理官员，指的是事业
单位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存在于他们掌控中的公共资产。第三种，
“经营者”，这是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主要与他
们的管理经验和企业赢利状况有关。倪和曹发现，不同的干部精英的个体
特征并无明显差异，但是他们的个体特征却与那些专业精英有着显著的差
异：在干部精英的群体中，党员身份与个人职位的关系要比专业精英群体
中更加明显。换言之，晋升到一个政治、行政或管理干部的岗位时，政治
忠诚度和政治资本的重要性要比得到一个专业技术岗位时大得多。这一点
证实了早先的一个城市个案研究的发现（Ｂｉ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８０５ － ８４１）。
三种干部精英群体的分类为研究多种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之间的收入差异
提供了前提。尚未有人提供这方面的分析，而现在本文旨在实现这一
目标。

摇摇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一种新视角

我们认为精英的权力和特权要视这些精英所在的经济部门而定。面对
市场制度的成长，邓小平和后邓小平体制通过对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的行
业实行垄断控制来自觉地维护权力基础。尽管这些旧精英可能在开放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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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性部门中败给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在这些垄断行业中仍然获
得收益。基本上，经济部门已经成为制度环境，这为组织建构了市场的和
非市场的机遇，给各类精英行使权力、保持特权设定了结构性限制。

１９９２ 年后的改革导致的重大变化是国民经济的重组和分化，这主要是
市场化和国家转型互动的结果（Ｂｉａｎ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３７５ － ４１３）。过去由
国家垄断的城市产业在改革后分化为两个领域：开放、竞争部门，允许非
国有企业准入；封闭、垄断部门，限于国有企事业单位。前一个领域包括
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后一个领域包含的产业对国民经济而言具有战略
性意义，提供全国性产品和服务（如电信业），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如银
行业），或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教育行
业和大众传媒业）。

这两个领域在不同的规则下运作，垄断和竞争决定了经营者和专业技
术人员如何维系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在开放部门，经营者必须有赖于他们
的专长和能力，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其企业产品销售的增长和利润的提
高。而垄断部门的经营者则相反，他们主要通过企业的垄断性利润、对国
家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以及其在政府规制和新兴市场体系中的寻租能力来
保障他们的高收入水平（Ｌｉｎ，２０００：６０８ － ６１３）。同样，垄断部门的专业
技术人员的收益也高于竞争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过这未必是作为一
种人力资本的收益，而是从其所在组织的垄断性利润中得到的分成。由于
垄断部门和开放部门间的经济分割改变了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力和
收入来源，经济部门应该成为对改革时代的中国精英进行界定和分类的一
个因素。

对收入差异的解释

摇摇市场转型论解释（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１９８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６）预言，市场经济的发展
将会导致再分配干部的收入水平与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相比相对下降。
这一预言的潜在逻辑是随着市场发展，国家再分配将随之衰落，再分配干
部丧失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因此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
受到了限制。倪志伟对市场以新古典主义的理念加以理解，他断言，市场
尊重效率，回报企业家资质、专业特长和生产性人力资本，排斥行政干
预、利益集团、党派忠诚和政治资本。结果是，面向市场的改革将导致再

５中国城市精英与收入差异：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分配干部在权力和特权方面的相对下降。
倪志伟（２００１：８４６ － ８５２）近来提醒我们，在操作“再分配干部”这

一概念时需小心谨慎。他认为，在改革时代，并非所有中国传统认识中的
干部都符合再分配干部的学术性特征。倪和曹在一篇关于多种干部精英结
构的评述（Ｎｅｅ ＆ Ｃａｏ，２００２）中指出，对他们来说只有“党政官员”是
再分配干部，而“事业单位管理者”和“经理”并不是再分配干部。在倪
和曹看来，改革时代的管理者，尤其是经理们“在市场中工作”，实际上
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并不是再分配的。相反，这些精英本身就是生产经济剩
余的重要因素，他们不同于党政官员，在剩余物的再分配中不起作用。我
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保持着混合状态（Ｐａｒｉｓｈ ＆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６：１０４２ －
１０５９），而且对于精英群体来说，等级体系和市场都可能是权力和特权的
来源（Ｂｉａｎ ＆ 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７３９ － ７５８；Ｚｈｏｕ，２０００：１１３５ － １１７４）。就精
英们从这种等级体系中获得的权力和特权而言，倪志伟的“官员”、“管理
者”和“经理”构成了再分配权力的下降趋势中的变数。

摇摇权力持续论解释

权力持续论观点（Ｂｉａｎ ＆ 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７３９ － ７５８）预言，在改革期
间，再分配干部可能保持比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高的报酬。之所以这样预
言，有几点原因。首先，中国长期处于党的领导下，等级和市场可能共
存，形成通向繁荣的平行路线（Ｂｉａｎ ＆ 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其次，新兴的市场
经济可能使那些能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得到好处，而政治市场的运作将
去保护那些政党精英和能力略差者的利益（Ｐａｒｉｓｈ ＆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６）。最
后，市场和政治利益彼此相互适应，两者的共同演进成为整个“转型”过
程的特征（Ｚｈｏｕ，２０００）。当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瓦解时，干部权
力可能转换至网络资源和生产性资本的私人所有权（Ｒｏｎａ － Ｔａｓ，１９９４：
４０ － ６９）。

权力持续论解释激发了学者们对中国复杂的市场化过程进行研究，不过
对“再分配权力”这个概念的可靠性设计问题和不充分操作严重阻碍了这一
研究。一些研究者把被调查者报告的干部身份作为再分配权力的度量；另有
一些研究者采用广义上的“高级”和“低级”干部标签；还有一些研究者将
工作头衔按再分配权力的理论概念进行分类。以上这些操作都未能完全符合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中所定义的概念，而这样的概念化需要区分官员和经
理之间的差别。通过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我们初步尝试将干部归为不同的类
别，并相应地检验市场转型理论的解释和权力持续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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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市场—政府”互动论解释

“市场—政府”互动论解释预言，市场改革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要视
经济部门中的雇员的收入而定。边燕杰和张展新（２００２：３７５ － ４１３）提出
了这种观点，以解释在 １９９２ 年以后的市场改革中，尽管中国的非国有经济
在增长，但国家垄断部门仍维持着高收入水平。本文中，我们将运用这种
观点来说明，在不同部门工作的精英们的收入差异。

边燕杰和张展新（２００２：附录 Ｂ）指出，开放部门就像一个角斗场，
自由进入和退出让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处于竞争状态下。这意味着开放部
门中的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必须凭借效率和生产力来获得高收入。劳动力
市场的运作认可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和职业专家为报酬进行讨价还价，这取
决于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管理能力或职业专长是否处于相对短缺的状况并
得到特别优待。

在国家垄断部门中，组织获得“垄断利润”：来自于某些国家垄断行
业的收益，以及国家机构和公共组织凭借其调控、干预权力获得的预算外
收入。这些垄断利润不受市场竞争的影响，由组织的决策者———党政官
员、事业管理者、国家垄断企业的经营者控制，并以各种形式进行收入分
配。专业技术人员期望从垄断利润中得到分成，但是可能明显少于官员、
管理者和经营者，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分配决策过程之外。随着开放部门的
迅猛发展，专业技术人员讨价还价的权力将会不断增加，不过如果工资级
差水平不如垄断企业高的话，这种权力可能会受到限制。毕竟垄断企业更
容易赚钱，并将这些收益分配给其中的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将在
数据分析中再探讨这一实证问题。

区分垄断部门和开放部门的一个明显好处是，这样可以将垄断部门中
的官员和事业管理者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作比较。因为对官员和
管理者而言，国家垄断和干预是权力的新来源，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政治
地位和政治资本获得物质财富，进而在改革时代继承了泽林尼所谓“社会
主义再分配精英”的传统。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则相反，他们在市
场环境中工作，受劳动力市场压力的支配，在工作岗位上通过运用人力资
本挣得收入。与垄断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开放部门中的经营者相比，
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可能更受市场驱动。这样，如果市场转型理论
的预言成立，官员或事业管理者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应当
经历收入水平上的相对下降。如果权力持续论解释是可信的话，官员和事
业管理者与开放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相比，他们的收入将保持在较高水
平上。

７中国城市精英与收入差异：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数据和变量

我们对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中国城市居民调查的数据进行趋势分析
（Ｇｒｉｆｆｉｎ ＆ Ｚｈａｏ，１９９２；Ｋｈａｎ ＆ Ｒｉｓｋｉｎ，１９９８；Ｒｉｓｋｉｎ，Ｚｈａｏ ＆ Ｌｉ，２００１），焦
点是政治精英、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化。如果数据来自
更早的年份，比方说 １９８０ 年，将会考虑做一个“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比
较；不过 １９８８ 年到 １９９５ 年的八年间，市场体系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尤其
是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因此，我们对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中国
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分析考察了 １９９２ 年以后市场体系的扩张和发展对中国
城市收入分配模式的重构程度。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由一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设计并实
施，该调查分为中国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而本文使用的是城市样本。抽
样以国家统计局每年全国性居民经济状况调查的框架为基础。尽管这个框
架包括了所有 ３１ 个省级单位，不过 １９８８ 年的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样本包括
的是中国首都北京和 ９ 个省份———安徽、甘肃、广东、河南、湖北、江苏、
辽宁、山西和云南；１９９５ 年的样本增加了四川，而且由于资金限制，在该
年份减少了抽样数。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进行了很多研究
的上海市和天津市未包括在其中。不过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中的 １１ 个省
份涵盖了改革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区域（Ｒｉｓｋｉｎ，Ｚｈａｏ ＆ Ｌｉ，２００１）。在
每一个较低的层面（城市、区、街道和家庭），首先根据平均收入来划定
抽样单位，然后按照一个固定的间隔用系统抽样法抽出每个单位。每个被
抽中家庭的所有工资收入者的信息被收集起来。

出于本文的需要，我们仅从中国城市居民调查中选取了干部、单位负责
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来说，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为 １８ ～６９岁，在调查的
时间段内他们自报的工作是国家和城市集体单位中的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
员；私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职员和所有其他被访者均未包括在其中。我们
从 １９８８年和 １９９５年的中国城市住户调查中分别找到 ３６７８ 个和 ３８９６ 个工资
收入者，他们要么是管理人员，要么是专业技术人员，要么两者皆是。当一
位专业人士（比如一名医生或教授）担负有行政职务（比如主管他 ／她所在
的部门），并在调查中这样讲述，我们将他 ／她视为管理人员，而不是归为专
业技术人员。我们采用 ＯＬＳ（最小平方法）模型，对从事不同精英工作类型
的调查对象进行收入差异的估计。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模型
估计总收入的差异，也可以估计其他变量对净收入差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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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收入变量是每个调查对象从事第一职业所获得的全年现金收
入。从第二和第三职业获得的收入未考虑在内，因为几乎没有调查对象会
自愿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我们还未将非劳动收入包括在内，比如利息、红
利和现金馈赠。尽管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中收集了有关实物收入的信
息，不过这方面的报告不足。在 ＯＬＳ 模型中，将收入转换成对数形式，这
将收入差异转变为百分比差异。

我们对精英的分类是基于调查对象填报的有报酬的工作。按照前面讨
论的理论模型，要进行多种检验，因此我们定义了一些变量。假设城市精
英是同质精英，干部为二分变量，官员、事业管理者和经理都被归为干部
（＝ １），而专业技术人员为非干部（ ＝ ０）。假设城市精英是异质精英，与
倪和曹（２００２）的观点一致，把以前的干部概念分解为三个亚类：（１）官
员，包括在党政机关或群众组织（实际上是政治组织）中领导岗位工作的
人；（２）管理者，包括事业单位领导和其他管理人员；（３）经理，包括在
国有企业或城市集体企业中担负管理职责的人。为了满足部门—精英互动
模型的要求，我们按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垄断部门还是在竞争部门，进
一步将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竞争部门并不包括官员和事业管理者，
因为按照定义，他们的组织机构属于垄断部门。

为了估计精英的结构性特征和个人特征对净收入差异的影响，我们在
ＯＬＳ模型中加入了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年龄是调查对象在调查的那个年
份自报的，据此换算出年龄平方变量，以在 ＯＬＳ 模型中估计年龄对收入的
可能的非线性影响。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分为五个测量水平：小学或更
低、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大学或更高。性别（男性 ＝ １）和党员身份
（党员 ＝ １）为虚拟变量。调查对象的工作场所被划分为三类：中央国有、
地方国有、地方集体企业。最后，定义了一组样本省份虚拟变量，以控制
收入的地区性差异。

结果和解释

摇摇精英个体特征的稳定性与变化

与倪和曹一样（２００２），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干部精英在个体特征上
没有显著差别（官员、事业管理者和经理）。因此，表 １ 中将干部精英和
专业精英的个体特征分列两边。在每个年份，Ｚ 值标志着干部精英和专业
精英之间在每个相关变量上的平均差异的统计显著水平。大部分平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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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显著的，这说明中国城市中的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来自人口中的不同群
组。他们的差别主要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上，不过他们相
当平均地分布在在不同行政级别和工作场所上。通常，干部精英与专业精
英相比，更可能是男性、年长、教育程度不高、拥有党员身份。

表 １摇精英个体特征：平均数和平均差异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个体特征变量 干部精英 专业精英 Ｚ值 干部精英 专业精英 Ｚ值

性别（男性 ＝ １） ０ ８５１ ０ ５２４ － ２２ ２７４ ０ ７６５ ０ ５１３ － １６ ５７６
年龄 ４６ ５４４ ４１ ２１３ － １６ ６２６ ４７ ７４６ ４２ ７７３ － １４ ２７０
年龄平方 ２２３４ ９ １７９６ ９ － １５ ４９４ ２３７８ ４ １９５１ ９ － １３ ０２６
小学或更低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４ － ４ ８２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９ － ３ ６１６
初中 ０ ２７１ ０ １１６ － １０ ２８７ ０ １９５ ０ ０９９ － ７ ７６２
高中 ０ １９９ ０ １４０ － ４ ２３９ ０ １７４ ０ １２７ － ３ ８６３
职业学校 ０ １６２ ０ ２７７ ８ ０３２ ０ １８７ ０ ２８０ ６ ６９９
大学或更高 ０ ３０３ ０ ４３９ ７ ９０３ ０ ４１７ ０ ４８５ ４ ０３７
党员身份（党员 ＝ １） ０ ８１０ ０ ３４１ － ３０ ８１２ ０ ７４３ ０ ２８９ － ３０ ４４８
高级别国有单位 ０ ５０４ ０ ５１４ ０ ５２５ ０ ３４１ ０ ３５９ １ ０８６
地方国有单位 ０ ４０４ ０ ４２０ ０ ８７６ ０ ５７９ ０ ５７２ － ０ ４１２
城市集体企业 ０ ０９２ ０ ０６６ － ２ ４９８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９ － １ １８３
个案数 １０４９ ２６２９ １３４５ ２５５１

摇摇关于精英分布的说明：

１９８８ 年：１０４９ 名干部精英中，２９ ９％是官员，１３ ８％是事业管理者，５６ ２％是经理（１２ ２％

在垄断部门，４４ ０％在开放部门）。２６２９ 名专业精英中，６４ ４％在垄断部门，３５ ６％在开放部门。

１９９５ 年：１３４５ 名干部精英中，３０ １％是官员，１５ ８％是事业管理者，５４ ２％是经理（１０ ０％

在垄断部门，４４ ２％在开放部门）。２５５１ 名专业精英中，５４ ２％在垄断部门，４５ ８％在开放部门。

在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间，个体特征发生了变化，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的变
化最显著。在 １９８８ 年，３０％多一点的干部达到了大学或大学以上的教育程
度，但大约有 ４４％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达到了这种水平。在 １９９５ 年，受
过大学教育的干部增加到 ４２％，比例增速超过了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技术
人员的比例增速（４９％），两者之间原本 １４％的差距减少了一半，大约只
剩 ７％。我们尚不清楚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① 关于党员身份，在 １９８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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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干部在党校中接受大学教育，这种模式在年轻党员中很常见（Ｌｉ ＆
Ｗａｌｄｅｒ，２００１）。也可能是因为吸收大学毕业生进入干部队伍的新政策导致了这一变化
（Ｌｅｅ，１９９１）。还有第三种可能，由于 １９９２ 年后的改革号召“专家”担负管理职责，数
目庞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了干部（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１９９５）。可惜的是，无法
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的数据来探究以上这些原因。



８１％的干部和 ３４％多一点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党员，在 １９９５ 年 ４７％的差距
基本上维持不变，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都有了下降（干部
中有 ７４ ３％，专业技术人员中有 ２８ ９％）。这种下降可能是由于吸收新党
员的力度有所降低，或者只是因为近些年来的入党申请者要少于前些年。
与这些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数在增加，这意味着在中国城市中党员身份的作用在削弱，而教育文凭的
作用在提升。

摇摇总收入差异

在表 ２ 中，ＯＬＳ模型的结果是在不引入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精英间
收入差异的估计。我们从二元精英模型开始。在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干部
精英的收入基本上高于专业精英，大致分别高出 １２％ （ｅ． １１０）和 ９％
（ｅ． ０８５）。从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这种收入差异有所下降，但这没有显著的
统计意义。这表明，如果假定同质干部的精英模式，从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干部
的权力和特权与专业精英相比并未削弱；相反，他们基本上保持了相对收
入优势，１９９２ 年以来的改革之后依然是这样。

异质干部精英模型将干部精英分解为官员、管理者和经理。将专业精
英作为一般参照群体，这种模型体现出在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官员和管理
者的收入明显高于专业精英。尽管到了 １９９５ 年，这种差距拉大了，不过其
统计意义并不显著。从另一方面看，在这两个年份中，经理的收入也明显
高于专业精英，但是在 １９９５ 年经理的收入优势明显降低；差异水平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１３％ （ｅ． １２５）降低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５％ （ｅ． ０４８）。按照倪和曹的
观点（２００２），改革时代的官员和管理者与经理相比，前者更具再分配精
英的属性。因此，从异质干部精英得到的结论并不支持这种假设：市场的
发展导致了再分配精英在收入水平上的相对降低。这一结论表明，从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年，经理人员而不是其他干部精英，其收入水平与专业技术人
员相比确有下降。

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以开放部门中的专业精英（受市场驱动的专
业技术人员）为参照群体，如果市场转型理论成立，而且中国 １９９２ 年后
的改革成功地创建了市场体制，那么从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官员和管理者与开
放部门中的专业精英相比，前者应该在收入水平上相对降低。然而，这一
模型揭示出截然相反的状况：在这两个年份中，官员和行政管理者的收入
明显高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 １９９５ 年的差异幅度也明显大于
１９８８ 年。垄断部门中的经理与开放部门中的经理相比，前者可能看上去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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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政治权力，而且按照市场转型理论，前者应该遭受收入的相对下
降。可是，事实再次相反：在这两个年份中，垄断部门中的经理的收入要
高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 １９９５ 年的差异幅度与 １９８８ 年相比，
不仅没缩小反而扩大了。形成对照的是，在这两个年份，尽管开放部门中
的经理的收入要高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优势在 １９９５ 年被
严重削弱，开放部门中的经理实际上收入相对降低。考虑到开放部门是市
场经济，而其中的经理既不是官员也不是事业管理者，这一特定的结果不
应当视为支持了再分配权力相对降低假设。相反，在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之间，
官员和管理者与经理相比，前者的收入持续较高。与此同时，在垄断部门
内的经理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持续保持着收入优势。

表 ２摇省份控制条件下的精英类别年总收入非标准化 ＯＬＳ对数回归系数
摇摇（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

二元精英模型 异质干部精英模型 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Ｚ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Ｚ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Ｚ

精英类别
干部 ０ １１０ ０ ０８５

官员 ０ ０７３ ０ １０６ ０ ０７６ ０ １５９ ＞
事业管理者 ０ １２８ ０ １７４ ０ １３２ ０ ２２７ ＞
经理 ０ １２５ ０ ０４８ ＜
摇垄断部门 ０ １２６ ０ ２１１ ＞
摇开放部门 ０ １３０ ０ ０７６ ＜
专业技术人员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摇垄断部门 ０ ００５ ０ ０９６ ＞
摇开放部门 省略 省略
各省虚拟变量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常量 ７ ６８２ ９ ０６２ ７ ６８１ ９ ０５８ ７ ６７７ ９ ００２

方程确定系数 ０ １８１摇摇 ０ ２１２摇摇 ０ １８３摇摇 ０ ２１６摇摇 ０ １８３摇摇 ０ ２２６摇摇
个案数 ３６７８摇 ３８９６摇 ３６７８摇 ３８９６摇 ３６７８摇 ３８９６摇

摇摇检验水平：ｐ ＜ ０ ０５，摇ｐ ＜ ０ ０１，摇ｐ ＜ ０ ００１（双尾检验）。

Ｚ检验结果：“＞”表示 １９９５ 年回归系数大于 １９８８ 年回归系数；“ ＜”表示 １９９５ 年回归系数

小于 １９８８ 年回归系数。

垄断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之间有一个
有趣的比较。１９８８ 年，这两个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差不多（统
计意义不显著的回归系数  ００５）。１９９５ 年，市场体制在开放部门中变得强
有力时，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低于垄断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
员，差幅达到了 １０％ （ｅ． ０９６）。由此可见，市场竞争并没有提高开放部
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能力。自从 １９９２ 年的改革以后，垄断部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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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管理者、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与开放部门中的经理、专业技术人员
相比，前者的得益似乎反而更加明显。

摇摇净收入差异

因为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的个体特征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党员
身份诸多方面存在不同，所以他们的收入差异可能要归因于这些因素。表
３ 显示了 ＯＬＳ模型的结果，其中包含了这些变量和其他个体特征变量作为
统计控制。

二元精英模型体现出，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之间收入差异的多少，
的确归因于他们的个体特征。当模型中包括个体特征变量时，干部精英
和专业精英在收入差异上不仅量值变小，而且在统计学上的意义不大。
性别、年龄和党员身份对收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变量的作用是有
利于干部群体的，对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则不是。教育程度具有正作用；
教育程度越高，获得的收入越高。因为作为一个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的
教育程度要高于干部群体，教育程度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提高作用要
大于干部。但是这种作用差别的意义正在减弱，原因是，如表 １ 所见干
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教育程度的（尤其在大学教育方面）差距正迅速
缩小。总体看来，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干部精英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
前者都保持着收入方面的优势，这既是因为他们的干部权力，也是因为
他们有利的个体特征。

异质干部精英模型在大体上确认了以上关于干部精英对专业精英持续
处于优势地位的结论，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发现。首先，官员对
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优势完全归因于他们的有利的个体特征；如果模型中
不包含个体特征变量的话，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的收入差异几乎就不存在了。
其次，事业管理者的收入优势主要归因于他们的有利的个体特征，他们的
优势只是在 １９９５ 年得到了加强。第三，在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经理和专业
技术人员相比，前者的总收入处于中等优势（表 ２），但是他们在净收入上
的优势在 １９９５ 年却完全丧失（表 ３），这使得他们经历了相对的下降。

正如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所展示的那样，在 １９９５ 年，在垄断部门工
作的官员、事业管理者、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开放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和经理，都保持了收入优势。此外，从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与他们在垄断部门
对应的从业人员相比，开放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在收入水平上相对
降低。最后，官员和事业管理者，或是改革时代的再分配精英，在这两个
年份中，对垄断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收入上都占有优势，不过这些优势

３１中国城市精英与收入差异：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在长时间内还不会改变，这主要是归因于他们拥有更加有利的个体特征。

表 ３摇省份控制条件下的精英类别和精英个体特征的年总收入非标准化 ＯＬＳ
摇摇对数回归系数（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５ 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

二元精英模型 异质干部精英模型 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Ｚ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Ｚ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Ｚ

精英类别
干部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官员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１ ＞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６５ ＞
事业管理者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３ ＞ － ０ ００７ ０ １０８ ＞
经理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０４ ＜
摇在垄断部门 － ０ ０２５ ０ １５３ ＞
摇在开放部门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０
专业技术人员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摇在垄断部门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４ ＞
摇在开放部门 省略 省略
精英个体特征
性别
（男性 ＝ 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０ ０ ０５９

年龄 ０ ０６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９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１摇－ ０ ００１摇 － ０ ００１摇－ ０ ００１摇 － ０ ００１摇－ ０ ００１摇
小学或更低ａ － ０ ０３８ － ０ １１５ － ０ ０３９ － ０ １１３ － ０ ０３８ － ０ １２２

高中ａ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６ ＞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４ ＞
职业学校ａ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４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６４

大学或更高ａ ０ ０８５ ０ １４８ ＞ ０ ０８９ ０ １４４ ＞ ０ ０９０ ０ １３４ ＞
党员身份
（党员 ＝ 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９ ０ ０６５

中央国有单位
工作ｂ ０ ０８７ ０ ２４２ ＞ ０ ０９７ ０ ２３７ ＞ ０ ０９９ ０ ２１９ ＞

地方国有单位
工作ｂ ０ ０３６ ０ １４１ ＞ ０ ０４６ ０ １３７ ＞ ０ ０４８ ０ １２０ ＞

各省虚拟变量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常量 ６ ０２５ ７ ３３４ ６ ０２４ ７ ３３７ ６ ０２６ ７ ２９５

方程确定系数 ０ ４３５ ０ ３３２ ０ ４３８ ０ ３３３ ０ ４３８ ０ ３４２

摇摇检验水平： ＋ ｐ ＜  １０，摇ｐ ＜ ０ ０５，摇ｐ ＜ ０ ０１，摇ｐ ＜ ０ ００１（双尾检验）。
Ｚ检验结果：“＞”表示 １９９５ 年回归系数大于 １９８８ 年回归系数；“ ＜”表示 １９９５ 年回归系数

小于 １９８８ 年回归系数。

被省略的参照类别：ａ ＝初中；ｂ ＝城市集体企业。所有模型的个案数是：１９８８ 年是 ３６７８ 个，
１９９５ 年是 ３８９６ 个。

摇摇结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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